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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除了个别例外，
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一直都在
下降，许多地区生育率已跌至
极低水平。20多年来，德国、意

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均远低于1.5，未能
达到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水平——即平均
每名妇女生育略多于两个孩子。这意味着每一
代人口的规模都不到上一代的四分之三。超低
的生育率导致老年人口急速膨胀，对政府、经
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因此，在个人生育决策方面，大量经济研究
自然将重点放在了与这种人口转变有关的普遍
趋势上——生育率与收入之间、女性劳动参与
率与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此，经济学家

提出了两种主要解释。 
第一种是数量-质量权衡理论，该理论认为

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裕，父母会增加在提升孩子 
“质量”方面（如教育）的投资。此类投资成本巨
大，因此随着收入增加，父母会选择少生孩子。
从历史上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生育率和
人均GDP之间都呈强负相关关系。 

第二种解释承认养育孩子极其耗费时间。随
着工资水平提高，父母会觉得将原本可用于工作
的时间花在照顾孩子上，所付出的代价更加高昂，
对母亲来说尤是如此。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生育率
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升高。其实从历史上看，在
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
之间一直呈现强负相关关系。

要生活更美好、经济更繁荣，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帮助女性兼顾家庭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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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生育 

经济学



	 《金融与发展》 2022年9月号     59

生育新真相
数据表明，上述关系已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收入与生育率之间仍维持着负相关关系，但在
高收入国家这种规律已基本失效。生育率与女
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最近的
一项调查（Doepke等人，2022年）以及VoxEU的
一篇专栏文章（2022年6月11日）中，我们对新出
现的实证规律做了综述，并讨论了近几十年来生
育结果背后的关键因素。

长期以来，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越高，其生育
率便越低。19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相对贫
穷国家的生育率远高于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
孩子，但仅仅20年后，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就发生
了重大变化（图1）。事实上，在2000年，美国作
为样本中第二富有的国家具有最高的生育率。 

高收入国家（如法国、德国和美国）家庭的
生育模式也有变化。从历史上看，女性受教育
程度和生育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
与工资增长推高抚养子女机会成本的规律相一
致。不过，这一规律在近期的美国女性生育群
体中表现较弱（图2）。1980年，受过16年以上教
育的女性生育率最低，但到2019年情况已发生
变化（另见Hazan和Zoabi，2015年）。

家庭事业的兼容性
最 近的实证规律 表明，高收 入国家当

前的生育模式受到一些因素驱动，但其无法 
直 接 用 数 量 - 质 量 权 衡 理 论 或 时 间 机 会 
成本来解释。因此，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必须考虑
其他可以用于解释高收入国家各自国内和国家之
间生育模式的机制（早期论述，参见Rindfuss和
Brewster，1996年；Ahn和Mira，2002年）。在这
些广泛学术讨论种，一个共同的主题逐步浮现
了出来：女性家庭和事业的兼容性。

一个重大经济转变已经发生：许多高收入
国家的女性大部分时间都在参与劳动。曾经女
性先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生子后便退出职场
的模式，现已是例外情况而非常态。如今，大多
数女性都希望同时拥有充实的工作和幸福的家

庭。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转变可解释为在长
期的性别角色极度分化之后，男女两性整体的
人生规划正趋于一致。

虽然高收入国家的女性职业规划都发生
了转变，但家庭与事业的兼容性在不同国家

图1

生育率和经济增长
短短20年间，人均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巨大变化。
（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总生育率[女性人均生育数]和人均GDP）

来源：Doepke等人（2022年）。
注释：经合组织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标签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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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
1980年，美国受过16年以上教育的女性生育率最低，但到
2019年情况已发生变化。
（经标准化处理的混合生育率，女性人均生育数）

来源：Doepke等人（2022年）。
注释：经标准化处理的混合生育率（HFR）等于用各受教育程度女性群体的混合生
育率除以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女性群体在对应时间段内（十年）的混合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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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很大差异。这背后存在四个因素：良好
的家庭政策、配合的父亲、有利的社会规范
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家庭事业兼容性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在于
女性是否有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可供选择，而不
是只能由其本人花时间照顾子女（这项职责在过
去完全由母亲承担）。在一些国家（如美国），这
些替代方案主要依赖私人市场，而在许多欧洲国
家则由公共部门提供。提供便宜且容易获取的托
儿服务能够解放妇女的时间，使其可以同时享受
母亲的身份和自己的事业，并最终提高生育率。
在瑞典和丹麦等国家，所有年龄段儿童均可享受
公共托儿服务，目前其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高于
缺乏托儿服务的国家。意料之中的是，这些国家
在幼儿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在GDP中占比更高。
其他影响家庭事业兼容性的因素还包括育儿假制
度、税收政策和孩子在校时长等。

当然，父亲也可以照顾孩子。尽管从历史
上看父亲很少花时间照顾孩子，但数据表明近
几十年来父亲照顾孩子的时间有所增加。在考
虑是否要孩子时，父母之间的育儿分工对生育
率有着重要影响。德普克和金德曼（Doepke和
Kindermann，2019年）指出，在父亲更多承担家
务及育儿职责的国家，其生育率高于主要依赖女
性承担相关职责的国家。日本的情况证明了这一
点：在日本，男性很少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因此
其生育率始终处在极低水平。 

影响现代生育意愿的第三个因素在于女
性的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相关社会规范。
生育率低可能由传统社会规范所导致。比如在
德国，全职工作的女性仍会被贴上“乌鸦妈妈”
（Rabenmutter，即“不负责任的妈妈”）的标
签，这对既想照顾家庭又愿叱咤职场的母亲来
说是一种隐性的惩罚。 

最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也会影响家庭事业
的兼容性。例如，在西班牙这个拥有两级劳动力

市场的国家，工作往往不是临时性便是终生性，
女性常会为先找一份稳定工作而推迟生育。这样
的劳动力市场自然会抑制生育。更普遍地说，失
业率居高不下时，临时性工作更常见、永久性工
作更稀缺；即使为了组建家庭而暂时休假，也会
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前景产生长期影响。因
此，与较容易找到长期稳定工作的情况相比，上
述情况下的生育率可能会更低。 

政策影响
对于担心生育率过低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新

的生育经济学并不能提供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
解决方案。社会规范和整体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
素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缓慢变化，政策干预即使
具有潜在成效，其可能也只会逐渐显现出来。但
是，在不同的国家，生育率均与提升家庭事业兼
容性的举措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表明超低
的生育率和相应的财政负担并非不可避免，而只
是社会政策、制度和规范的一种体现。政策制定者
应关注这一点，并从家庭事业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努力推动性别平等（尤其是改善育龄妇女职场前
景）在短期内可能并非易事，但从中长期来看其经
济社会效益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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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便宜且容易获取的托儿服务，
能够解放妇女的时间，使其可以同
时享受母亲的身份和自己的事业。


